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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主席去作报告
1940年延安，初秋的空气有些清冽，毛泽东应邀为马克思列宁二级学院作形势报告。当天早晨，负责二级学院日常工作的党总支部书记张启龙、副院长范文澜叮嘱韩世福、邓力群、安平生、马洪四位同志：“提前吃饭，今天请毛主席来二级学院作报告，由你们接送。饭后你们就赶紧到杨家岭接毛主席。”
当年延安的条件异常艰苦，设在兰家坪的马克思列宁二级学院，其校舍就是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，教学设备也很简陋。“怎么去接毛主席？”韩世福等四人犯了难。张启龙看到他们为难，便说：“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，不要紧，去吧。你们早点去，如有变化，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。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。”
那时的延安，从兰家坪到杨家岭有一条蜿蜒小道，三四公里的路程，中间隔着延河。韩世福等四人来到延河边，走到用木板搭的便桥桥头时，与毛泽东相遇了。
毛泽东开口就问：“你们四人风风火火的，要干什么去呀？”
邓力群答：“二级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。”
“接我？嗯，我晓得的，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。你们放心好了，二级学院给我的任务，那是忘不了的。”毛泽东笑了笑。
邓力群解释道：“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，我们来晚了，很不像话。”
毛泽东摇了摇手说：“这样做有点不好，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来接，要不得！要不得！”接着，毛泽东环顾四周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哦，四个人，轿子呢？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？下回呀，跟你们领导说，再加四个人，来个八抬大轿，又体面，又威风。要是还有人，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，派几个摇旗呐喊的，你们说好不好？”
韩世福、邓力群、安平生、马洪都笑了，毛泽东看着他们也笑了：“那才不像话嘛，对不对？皇帝出朝，要乘龙车凤辇。官僚出阁，要坐八抬大轿，前簇后拥，浩浩荡荡，摆威风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是讲革命的，要革皇帝官僚的命，把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。我们既要革命，又要和旧的制度决裂，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。从杨家岭到马列二级学院，十里八里路，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，这几步算不了什么。我又不是不知道路，不要接接送送。”就这样，毛泽东和他们一起走到了马克思列宁二级学院，为师生作了报告。报告会结束后，毛泽东又独自步行回杨家岭。
人不率则不从，身不先则不信。
从杨家岭到兰家坪，毛泽东走这条路时，何尝不是带着对权力和职位的清醒认识在走，何尝不是用求真务实的新风正气在走。
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陕北，到1948年党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，13年间，党中央在延安的黄土地上书写着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情怀，凝聚着人民至上的伟大力量，讲述着清正廉洁的革命风范。
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中国共产党穿越风雨、踏平坎坷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，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。这条道路、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。因为，“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人，不是当官做老爷，而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，是与人民群众同甘苦、共患难、心连心的。”

2.总理拒进家门
1960年的一天，周恩来总理罕见地对秘书发起了火。
这位秘书叫何谦，平日里主要负责总理的生活和保卫。而让总理发脾气的原因，正是何谦未经总理允许，擅自修缮了总理的住所——西花厅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。这个长方形的四进庭院建于清朝末年，曾是溥仪父亲居住的花厅。
陈旧、阴暗、潮湿，夏天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，屋内木头也有些腐朽了，梁柱上的漆皮剥落得厉害，这就是总理的住所。如果说老旧尚且可以忍受，潮湿却是十分麻烦。在西花厅居住期间，周恩来腿疼的毛病经常犯。时间久了，秘书何谦也看得十分心疼，屡次劝总理将西花厅适当修缮一番，但都被回绝了。
看到总理态度如此坚决，何谦悄悄打起了自己的“小算盘”。1960年初，周恩来赴广东出差两个月，正好那段时间邓颖超也没在北京，何谦趁此机会向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报告，希望对西花厅做一些维修。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木地板、封严漏风的窗户、更换发霉的旧地毯及旧灯具、将已经破了的白布窗帘换成较厚的呢子窗帘……何谦抓紧时间修缮，同时也考虑到总理平日勤俭节约的作风，尽量减少开支。西花厅装修完毕，何谦还暗想，这样应该能符合总理的要求。
谁知周恩来视察归来，还没踏进屋门，就发现了这些变化，于是便有了大发雷霆的一幕。
何谦连忙检讨：“总理，是我错了……您先进屋休息吧……”
周恩来气愤地反问：“我回屋，接受你的既成事实？”随后他又伸手指向屋里说：“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，否则我不进！”说完扭头就走。见此情形，其他人忙追上去劝总理，只听他大声说：“我不进，那不是我的家！”
后来，在周恩来的坚持下，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、灯具、窗帘等能够挪动的东西全部搬走。已经修缮好的地板、窗户，再换的话，又是一笔费用。周恩来只好让秘书算账，换过的东西他要个人付款，绝不用国家的钱。他说：“国家现在这么困难，各方面建设都需要资金，怎么能用公款为我家里装修，这是不能允许、不能容忍的。”
等西花厅恢复了旧貌，周恩来才进了家门。事后，他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，多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检讨自己，并教导秘书说：“我身为总理，带一个好头，影响一大片；带一个坏头，也要影响一大片。你们花那么多钱，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……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？”
“廉洁奉公，以正治国者，周总理也。”这是陈毅对周恩来的称赞。
1974年6月1日，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住进医院，直到去世，再没有回到过这里。
“解放初期，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，就爱上了海棠花，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，选定这个院落，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，整整居住了26年。”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写道。古朴简陋的西花厅，既是周恩来的“小家”，也见证了这位国家总理无数为“大家”忙碌操劳的身影，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廉洁自律、克己奉公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。
心中有信仰，脚下有力量。
转眼百年，是这信仰，让那艘嘉兴南湖上的小小红船，乘着历史的汹涌波涛，成长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擎天巨轮。从曾经的贫穷落后到如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，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见贤思齐，中国共产党人将汲取老一辈革命家的不竭精神力量，加强党性修养，引领中华民族昂首走向复兴，在新时代铸就新的辉煌。

3.总司令的两封信
1937年初冬，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华北地区一片萧瑟，驻扎在山西洪洞战地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笔写了一封“借款信”。
朱总司令竟然也需要借款？
原来，在外领兵打仗多年的朱德得知家中近况颇为寥落，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。一想到自己80岁的老母亲在这个荒年可能吃不饱也穿不暖，朱德心里虽急，却因囊中羞涩而无可奈何。
这时，他想到了在四川泸州开药店的好友戴与龄，希望他能接济一下家中老母。但这笔钱，总司令却明确表示，还不起也并不打算还。
“我十数年实无一钱，即将来亦如是。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，速寄家中朱理书收。此款我亦不能还你，请作捐助吧。”
戴与龄小朱德两岁，两人一同参加过科举考试，都考过了乡试和府试。朱德在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，戴与龄曾多次接济朱德，后来还追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，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多年挚友。
接信后，戴与龄随即给朱德家里寄去了两百元中币，差不多是现在的四万元。
作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“十数年实无一钱”，着实令人震惊。而从下面这封他于同年9月写给前妻陈玉珍的信来看，却又一点儿也不奇怪。
“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，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。”朱德在信中托陈玉珍对家中小辈提出了这个“不近人情”的要求。
他还解释道，“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，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，任何闲散人来，公家及我均难招待。革命办法非此不可。”
坚守“革命良规”、身无分文的朱德就这样“狠心”拒绝了亲族的投奔。他决不会用手中的权力谋一点儿私利。
1941年春天，朱德到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视察，看到院子里挂着战士们猎来的豹子皮，走过去摸了摸，连说：“好皮子！好皮子！”教导队的同志们早就听说总司令铺的、盖的都很单薄，几个干部一商量，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总司令。
当天下午朱德要离开时，教导队的领导把一张捆好的豹子皮拿到朱德面前。
“你们这是做啥子嘛？给我进啥子‘贡’呦？我们党是有规矩的，不兴送礼这一套，我这个当总司令的更得带头遵守啊！”
随后，他指着教导队的战士们说：“同志们很辛苦，穿得却那样破旧。一张豹子皮可以换七八匹布，能做好多套衣服，让我白拿豹子皮，那我不成了‘剥削户’了？总司令‘剥削’大家，这多难听。”
正是对“革命良规”的坚守，朱总司令一生戎马、两袖清风，无愧于一个“德”字。
如今，战争的硝烟散去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火中锤炼的廉洁作风却一直警醒着我们：一切腐败都滋生于贪婪，只有坚守“良规”，才能无愧人民。
在2016年11月召开的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及这两封信，并说道：“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、清廉如此，让人肃然起敬！”
建党百年之际，我们再一次重温朱总司令的这两封信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“只见公仆不见官”的优良作风令人肃然起敬。

4.刘少奇严待子女
“不要打着我的名义，干个人的事情。”这是刘少奇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同志，都知道他有许多的不准、不许。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，刘少奇一直严于律己，清正廉洁，从不搞特殊，这一点在教育子女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在刘少奇子女们的记忆里，家里的生活和普通百姓向来没有什么不同。三年困难时期，物资供应受到严重影响，国家粮食紧张，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，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，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。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当时正在寄宿制学校读书，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样，只能依靠很少的定量粮食生活，偶尔回家吃饭，家里的饭菜也是一样简单朴素。由于长期吃不饱饭，孩子们日渐消瘦。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不忍，便私下询问他能否偶尔给孩子们改善改善生活，但是刘少奇没有同意。他对几个孩子说：“现在全国老百姓都在受苦，我的孩子也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。”
除此之外，刘少奇的家也是相当简朴。一次，孩子们的老师来家访，发现刘少奇的居所陈设简单，非常惊讶地感叹道：“没想到主席的孩子居住环境竟是这样简朴，简直和我们的孩子没什么两样。”在了解了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后，刘少奇和蔼地对老师说：“希望你们把我的孩子当作你们自己的孩子去严格管教，不要因为是我的孩子，就迁就他们，那样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”
刘少奇严于律己，更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。他的大女儿刘爱琴曾在《我的父亲刘少奇》一书中写道，“不少人以为我们是国家主席的子女，肯定处处受照顾享福。殊不知父亲对我们都是从严管教，有时甚至严厉到接受不了的程度。”
1951年2月，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爱琴党员预备期满。一般情况下，党员预备期内只要没有犯错误就可以转正。然而刘少奇在得知此事后，却提出反对意见。他专门给学校写信，认为刘爱琴并未达到党员标准，不应该批准其转正。“不管什么人入党，都要坚持党员标准，严格要求。”他在信中说，对自己的女儿更应该严格要求。最终，组织部门没有批准刘爱琴转正。这件事对刘爱琴的打击很大，在她的心里，自己出身好，从小吃苦，经过艰苦环境磨炼，转正本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，却没想到父亲这样不近人情。一时间，刘爱琴甚至有些埋怨父亲。然而等她冷静下来，认真反思自己，回想起父亲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教育，在父亲近乎无情的严厉中，她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和关爱。1958年，刘爱琴主动响应国家机关干部下放边疆的号召，去内蒙古工作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，终于在1966年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“我的孩子也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。” 刘少奇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一直坚持要求家人积极参加劳动。在中南海居住时，除了日常的家务，他还让家人种植果树，甚至修建房屋时让妻子王光美带领孩子们去工地参加劳动。1958年，刘少奇觉得孩子们长大了，只在自家院子里劳动还不够，便要求孩子们暑假时半天时间复习功课，半天时间去公社同农民一起劳动，并且要像农民一样“不怕热，不怕累，不怕吃苦”。殷殷教诲言犹在耳。
一句句严厉的话语，彰显的不只是刘少奇对于子女教育的一份苦心，更是对党和国家的一片深情。

